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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的南京之行及其责任
唐 军,张 生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93)

摘 要: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两次到南京。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境中,对

于这段史实,却有不同的表述。挥兵占领“敌国首都”南京时,松井洋洋自得,对已经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态度

是“在所难免”,故作姿态而实际并未严明军纪。而当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究其作为甲级战犯的战争责任

时,松井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反复声明自己已经尽责,企图与南京脱离干系,但在起诉方的质证下全面“失守”,

渎职之责暴露无遗。松井的南京之行,需要面对“他者”的印证,兼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被告方证人的饭沼守的观察和陈述,生动地体现了场境转换的影响。对松井石根南京之行三个方面不同的描

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丰富的历史之维,也体现了历史记述和书写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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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14日,原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宣誓证词作为

辩护方2738号证据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法庭采纳,编为3498号书证。
在这篇洋洋洒洒12大点、经松井本人及其辩护律师伊藤清反复斟酌的宣誓证词中,松井关于

其南京之行,只提到一次,且通篇都是推诿之词。关于南京大屠杀,松井不仅声明此为他第一次听

说,还声称其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已经尽责,但南京仍然发生“不幸事件”,对此他特别指出三条免

责理由:“日军攻占南京时,我正在苏州卧病在床;而且我只在南京呆了五天,就离开了;作为华中方

面军的司令,我对前线的官兵没有直接的指挥权。”[1]

率军占领南京、并且两次去南京处理相关事宜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果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话,
历史真的得改写。

松井的南京之行真相如何? 为何松井前后叙述差别巨大? 当时在场的人如何记述松井的南京

之行? 不同表述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南京之行与松井本人的命运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本文

深入到不同历史场景的叙述之中,从特殊的视角探索松井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责任,敬请指正。

一、松井日记:粉饰的历史“原境”

松井留有《阵中日记》,这是他南京之行的原始文本。

1937年12月17日,天气晴朗。中午12∶30,松井从汤山出发,下午1∶25,抵达中山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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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松井策马入城。“从中山门到国民政府的道路两边,站满了两军(按:指华中方面军所辖之上

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代表的队伍。他们在师团长的指挥下,列队排在道路两旁。我一边对他们进行

检阅,一边驱马前进。对于眼前从未经历过的盛大场面,真是感慨万千啊。”[2]150

松井当然知道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一举一动充满了仪式感。到达国民政府后,见到了先行入

城的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互相祝贺后,来到前庭集合。举行升国旗仪式后,全体向东方

遥拜。松井带领大家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由于感慨至极,以至于在高呼第二声时,竟然因哽咽

而发不出声了”,第三声时,松井“运足劲头高亢洪亮地高呼出来”。之后,师团长以上人员合影留

念。与参加列队的各队长欢宴,同饮昭和天皇赐予的清酒。长谷川清再次带领大家三呼万岁[2]150。

12月18日上午,松井会见了各师团的参谋长,专门就严肃军纪风纪进行了“训话”。军纪风纪

问题提上日程,说明松井知道南京出现了特别的状况。下午,日军1万余人在机场举行“祭奠忠魂

仪式”,松井主祭,豪情满怀,并赋诗二首“供于灵前”。祭奠仪式前,松井对两军参谋长、师团长发出

“训示”[2]151。

19日,松井登上北极阁和清凉山,瞭望南京。并忙于回复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贺电。
胜利的荣光之中,松井听到了特别的信息———“城内的国内外人员还心存恐惧”,他却不以为然

地认为强奸和掠夺是在所难免的行为[2]153。松井此举清楚地显示了他对日军暴行的态度,也透露

了他强调军纪风纪的认真程度。

12月21日上午,松井视察了下关。松井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下关一带尸体遍布,一片狼藉的

惨景[2]153。当天下午,南京城内的外国侨民就日军在南京全城的暴行向日方提出抗议(详见后文),
松井在场,但他并没有记入日记。22日上午,松井离开南京前往镇江、江阴、上海。

松井离开南京,而南京的阴影如影随形。其12月26-28日记记录道:“听说南京、杭州附近又

出现了抢劫、强奸情况”,松井说自己派出幕僚去“严厉打击”“还要处分责任人”[2]156。但是情况并

不乐观,29日,松井对南京的情况“痛心疾首”了,日军又开始抢夺外国驻南京使领馆的汽车和其他

财物。在松井看来,日军的抢夺行为既愚蠢又粗暴,并直言日本军人的声誉尽因此事而毁,乃派出

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前去南京处理当事人和责任人。松井特别“敏感”地提到了上海派遣军的

问题,他隐晦地说,“特别是上海派遣军,因为该军是殿下(按:指昭和天皇皇叔朝香宫鸠彦)统率的,
这事关系到殿下的仁德,所以我打算严厉处理此事”[2]156-157。

1938年1月6日、7日,松井两次提到军纪风纪问题,他很乐观,“可以断定今后不会有大的忧

虑了。”别人也给他带来了想听到的话———“军纪风纪已逐渐严肃起来”[2]160-161。然而,这只是幻象,

1月24日,参与占领南京的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奉调去北方,经过上海拜见松井,“当
他谈到部队中的掠夺现象时,竟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连松井都嫌他“粗鲁”[2]160。

1938年2月6日,此前一直忙于扩大战局、树立伪政权的松井石根从上海再次赶赴南京。这

次松井对自己、对自己统率的这支日军都很失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队军纪风纪的松懈尚未

彻底恢复,二是军官碍于情面对部分违纪行为置若罔闻,姑息纵容。一到南京,朝香宫主动向松井

谈到了日军的军纪风纪问题,并说原因出在第十六师团长及其部下身上[2]175。

2月7日,日军在南京举行50天慰灵祭仪式。松井自承两次“慰灵”心情大为不同,“今天我一

直沉浸在悲愤中,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也许是因为自从占领南京城后,部队的种种胡作非为以及其

后的地方自治和政权树立工作进展的不顺利,才使我如此悲哀”[2]176。承认日军自占领南京以来胡

作非为,松井以前所未有的“坦率”,结束了自己的两次南京之行。其第二次南京之行,实际上是对

第一次南京之行所了解事实的再次确认。8日,松井飞离南京,不久被解职回国。
稍后形成的《支那事变日志拔萃》是松井的总结和回顾,其记载反映了松井的反思。关于南京

大屠杀,松井分析了它之所以产生的两个原因:残酷艰难的战斗催生日军强烈的仇视情绪;日军给

养和其他战时物资未能得到有效补充。



可以看出,当时的松井并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他只是强调“事出有因”。松井对自己的责

任也有明白的认识,“因为我在最初阶段没有彻底监督各部队长”[2]194。这一说法说明松井在日军

占领南京之初的所谓严明军纪只是虚应故事,也呼应了他的所谓“在所难免”。
通过梳理松井石根的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出,战时的松井,明确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他在

两次南京之行中,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且由于其本人的责任,所谓的整饬军纪,没有实际效果。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战时,松井已经在日记中为自己推卸责任。他说:“为此,我在入城

后的第二天(12月17日)(按:原文如此,应为18日),特地召集了各部队的将校,严厉地训斥了他

们,并要求他们采取善后措施。严格命令将校们要根据法律严格审判犯罪者。然而,这些坏事都是

在混乱的战斗中发生的,因此,没能对所有肇事者进行审判也是无可奈何的实情。”[2]193-194

松井的粉饰之词,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在并没有人追究其战争责任的当时,是非常耐人寻味

的。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至少可以明确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当时的欧美主流媒体对南京大屠

杀进行了全面的报道,英美德等国政府、民间机构和人士对日军在南京造成的损失提出了索赔,南
京大屠杀成为国际事件[3-4]。另一方面,正如后来担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向陆军大臣

提出的:由于日军军纪风纪败坏,发生了部队最为忌讳的抢劫和强奸行为,因此,应该用现役士兵替

换预备役士兵。另外,松井也应该由现役军官替换:“(松井以下)军司令官、师团长也有必要分批由

现役军官替换。”[2]1这说明了松井最终被撤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
松井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战后,松井作为甲级战犯被推上审判台。南京之行,是起诉方

质证的重点。

二、从南京到东京:松井南京之行的“他者”饭沼守

松井石根的南京之行,始终有“他者”的观察、记录和备注。这些“他者”记录可分两类:一是当

时日军将士的近距离观察和记录;二是东京审判时日方证人的证言和陈述。这些语境各异的备注

丰富了松井南京之行的内容,也最终影响了对松井的责任认定。
战后,原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因政治原因,从公众视野消失;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已病死;原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因飞机失事已在战时死亡。曾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的饭沼守,
在资历和经历上恰好兼为这两类“他者”的代表。

大屠杀尚在高潮,松井急急忙忙要举行“入城式”,让南京日军很不“方便”。饭沼守记述到,

1937年12月16日,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甚至说过不能承担责任的话”[2]207。松井借入城

炫耀“功业”的意图,当时的日军高级军官们心知肚明。从松井手上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

宫对饭沼守说:“程序搞得简单,有夺取松井大将功劳之嫌。”[2]208朝香宫的“自我批评”,却透露了其

内心的揣度。
为了显示方面军司令官之威,松井17日晚通知第二天要在华中方面军举行参谋长会议,讨论

“策划宣传以及安抚工作”,因涉及统一指挥,师团参谋长也要参加。另外,在慰灵式之前,松井将对

军司令官和各师团长进行“训示”,也通知了大家(因为涉及皇族朝香宫,松井在自己日记中只说对

两军参谋长、师团长“训示”,见上文)[2]208。

18日对参谋长的训示,松井提到了“军纪、风纪”(见上文),据饭沼守的观感,“根据内容,有时

候军司令官会没面子”[2]209。饭沼守本是松井的直接下属,成为朝香宫下属后,站到了后者的立场

上。涉及南京几十万居民和俘虏命运的事,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让朝香宫“没面子”。因为没有采

取严格有效的措施,松井的“训示”成为具文,饭沼守19日日记记述了日军的某些罪行,诸如在中山

陵放火燃烧建筑物,强行闯入难民区进行强奸,抢劫英美使领馆的卡车等[2]210。
松井还在南京,但直到松井离开,饭沼守再也没有提到他,满纸都以“殿下”为中心。其日记记

录了正在持续的大屠杀:当荻洲部队的山田支队(原注: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一〇三旅团)用刺刀分批



处置俘虏时,由于俘虏众多,并同时被押送到同一地点进行处置,期间造成了骚乱的发生,最后日军

不得不使用机关枪进行扫射,此举导致一些日军官兵同时被打死[2]212-213。
松井走后,南京大屠杀继续深化,饭沼守日记也有很多记载。比如,12月30日日记提到,朝香

宫召集附近日军军官,“要求进一步严整军纪风纪,特别是对外国公馆的违法行为”。同一天,中山

宁人奉松井之命前来南京整饬军纪,其最终的举措,只是向饭沼守个人传达了发生在外国公馆的违

法行为和其他违反军纪的行为,饭沼守表示“愧疚难言”[2]221-222。1938年1月6日,松井召集两军参

谋长,其中就有饭沼守,松井“就两军军纪风纪问题,进一步敦促他们严整军风”[2]160。
但也只是表示愧疚而已。2月6日,松井再次来到南京,饭沼守前往迎接。在第二天的慰灵式

上,饭沼守记录的松井讲话与松井本人的日记若合符节:

  最后由松井军司令官向全体队长发表以下内容的训示: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洋洋得意的,
第二天举行慰灵式亦是此气氛,然今天只有悲哀。50天来,发生了许多不轨之事,以至将阵亡

将士建立的战功诋毁了一半,此时以何脸面面对这些英灵。[2]239

饭沼守再次说自己“满怀愧疚”,但松井貌似沉痛的讲话显然并未影响南京当地日军的心情和

认知。在随后举行的恳谈会上,谈及松井训话,“满是凯旋气氛”。8日,松井拍照留念后,离开了南

京[2]239-240。
饭沼守是松井南京之行和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其日记不仅记录了日军暴行的细节,也记录了

松井的南京之行和这些暴行的关联。但战后东京审判,他作为被告证人出庭,却公然伪证,不仅松

井的南京之行被其尽行隐去,而且构建出一个令行禁止的松井形象:

  1937年12月2日,上海派遣军接到占领南京的命令,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将军

就占领南京发布了详细指令。我作为参谋长,向松井麾下各部队传达了命令,同时告诫他们

“要以宽容仁慈之心对待中国军民(假如他们不抵抗的话),要善待保护他们。”
……
进入南京后,也有人向松井将军报告了抢劫和暴行的案例。他对于这些屡禁不止的行为

也非常抱歉。他命令军官尽最大努力严防此类事件的出现,并坚持对违法者严惩不贷。结果,
这些违法者都受到了惩罚。之后,有关方面严格地执行军纪。我甚至听说16师团对法务部门

的程序提出抗议。[5]461

饭沼守为了保护松井,说自己做梦也没有听说过“所谓的成千上万被屠杀的尸体”,更没有向松

井报告过这些事。

  至于南京难民营的管理问题,我命令16师团守护此地安全。只有持通行证的人和守卫此

地的宪兵才可以进出。因此,我相信这个地区不可能被集体地、系统地、持续地侵扰。我也未

曾听说或见过起诉方律师所证明的那些事情。我也从未向松井将军汇报过这些事,因此很自

然他也从未听说过此类事件。[6]

饭沼守反复提到16师团,好像该师团是日军军纪严明的榜样。其实,就像松井日记已经透露

的那样,16师团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中岛今朝吾作为师团长在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

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

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

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
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7]220饭沼守派这样一支部队看守难民营,结果可想而知,也可见饭沼

守对所谓严整军风的实际态度。至于16师团管控下的南京治安实况,又是另外一番“盛景”,日军

各支部队划定的管辖区域根本形同虚设,他们任意闯入这些辖区的民宅进行抢劫,抢钱最为普遍。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法币比日元值钱,因此日军中有专门以抢劫法币和各地银行金库的“行家”,他
们将抢到的金钱送到上海兑换成日元。新闻记者和汽车司机是这些“行家”的中介人,上海也有一



批靠此牟取暴利的掮客[7]226-227。
饭沼守的弥天大谎,最终落实到松井对南京日军暴行并不知情,这和松井本人的自我辩护思路

如出一辙。形同串供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有待于将来的历史学家继续努力的。

三、东京审判:重构的南京之行及其幻灭

松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诉荒木贞夫及其他”的大案中,其甲

级战犯的身份,使松井深知自己可能的命运。作为占领国民政府首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松井知道

必须对此事有个交代。
强行重构一段历史,使之对己有利,不仅要说谎,还要使得它看上去合情合理。其时,松井的

《阵中日记》并没有被起诉方掌握,所以,松井颠倒黑白,尽情挥洒其想象力。他说:

  依据我国政府的“尽量使战争不扩大化”的政策,而且长久以来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尽

量在日中之间实现合作和共同繁荣,于是我在南京之战中一直警惕,不要把这场战争变成对整

个中国人民的战争。如前所述,我在上海的作战经验也使我愈发感觉到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性。
有关我在维持军纪和道德方面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其他有助于强化纪律的行动,我就不多

说了,证人中山作证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

其实,战时松井一直反对军部的意见,强调要扩大战事,并要求各军为此做好作战准备[2]160。
而派出中山宁人,如前所述,并不是“预防措施”,而是迫于已经发生令其“痛心疾首”的既成事实。

在《阵中日记》和《支那事变日志拔萃》中,松井就日军的“胡作非为”做了记述和分析,到了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他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战犯身份做脱罪陈述,一方面寻找新的替罪羊。松井声称,
尽管自己小心谨慎,但不排除某些日军官兵因为冲动而犯下令人不快的暴行的可能。松井特别指

出,日军攻占南京之时,自己正在苏州养病,对于日军违背命令的胡作非为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报

告,因此并不知情。直到12月17日,松井说他才从宪兵司令那里首次得知此事,他立即下令严查,
并要求对罪犯严惩不贷。松井同时辩称,战时中国军队和一些暴徒浑水摸鱼,趁机抢劫和施暴也是

毋庸置疑的事实:“南京陷落时,他们犯下的罪行不在少数,因此让日本官兵来承担所有的犯罪责任

是有悖事实的。”[1]

松井在证词中承认,一到南京就从宪兵司令那里听到了日军暴行,这比其日记还要详细。但接

着就提出了其日记中也没有想出来的“思路”,把中国军队和违法分子说成南京暴行的主角之一,企
图以此来“分担”日军官兵的责任。

松井说:南京战役中,“大量”中国百姓和士兵因为枪炮袭击而伤亡是可能的,但对起诉方所谓

“有计划的屠杀”不敢苟同,说日军下令并放任屠杀“只能是诽谤”。至于他自己,尽心履责,“然而,
令我遗憾的是,由于紧张的战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1]。

松井证词没有说到自己的第二次南京之行,他提到自己由宁到沪后,曾经派人对南京城里的谣

言进行彻查,并下令严惩罪犯。此后直到离任,都没有再接到任何有关大屠杀的正式报告[1]。
对照松井的日记,其重构的南京之行可以说是满纸谎言,检察官诺兰负责质证,他的主攻点不

是松井有无发布命令,而是松井是否对南京大屠杀知情。诺兰追问松井证词中所说令人不快的罪

行包括哪些? 松井谎称他是从记者那里得知,而且所谓的罪行具体是指强奸、抢劫和谋杀。“记者”
这一信息来源是新的,诺兰再次追问松井从何处得知,松井明确系来自“宪兵”。诺兰追问松井,是
否还有其他消息来源? 松井承认“听到了性质相仿的报告”,消息来源是日本驻南京领事,这和

1937年12月21日南京外国侨民向日本驻南京领事田中递交抗议信是吻合的。松井根本没有将

这些内容写入宣誓证词,检察官诺兰对此提出疑问,松井又辩称他把这些消息当做传说来接受的。
松井在证词中提到派参谋中山前往南京处理局势,而这个中山宁人在宣誓证词中指出,松井除了外

交官,还从军和师团指挥官处获知情报。诺兰问其为何不说,松井辩称,消息来源包括军指挥官,而



不包括师团指挥官,且根本不包括暴行。诺兰接着质问松井有没有从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处

获知日军的南京暴行,松井承认塚田攻确实有向他报告过此事,但塚田攻的消息来自宪兵。诺兰问

参谋本部是否与松井交涉过相关情况,松井承认早在1938年1月底,日军参谋本部的一位少将曾

当面向他汇报了东京当局对南京暴行的忧虑。
经过诺兰的质证,明确了松井通过多种渠道得知日军南京暴行这一基本事实。其所供认的宪

兵、日本领事、记者、日军高级军官、参谋本部乃至东京当局等消息来源,清楚地证明松井所云不知

情根本是说谎。
多种消息来源确认之后,诺兰深入到松井南京之行的具体行为上,问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是否

听到有关“抱怨”,松井又回到不知情的立场上。然而当诺兰诘问,为何一到南京立马召集军官的时

候,松井却脱口说出他早在12月17日已经收到有关南京暴行相关报告的事实。在诺兰追问中,松
井承认,“自我们进入南京城后,大多数暴行就开始了”。法庭上,在华美侨马吉和贝德士陈述了日

军南京暴行持续6周的证词,松井对此仅表示知道而已,但不相信。诺兰提出反证,松井本人1938
年1月曾经派遣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前往南京调查外国侨民的抱怨,检察官方

面已经掌握这份报告,松井强词夺理,说日高没有向他报告。
诺兰鞭辟入里的质证,实际上不断解构松井对南京之行的重构,并向法庭建立了松井之行和南

京大屠杀的关联,其范围,甚至超出了松井日记的记载。检察方的莫罗曾于1946年3月审讯过松

井石根,问其是否在南京之行中看到过死去的市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尸体,松井说尸体都被清理掉

了,他只在南京的西门看到一些死掉的中国士兵。诺兰当场提出质证,松井不得不谎称忘记是否这

样说过,但又说尸体被拖走是他想当然[5]420-442。
可以说,一个对南京大屠杀充分知情、且目睹南京大屠杀现场的松井,在诺兰的质证中显露无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不否认松井石根向其下属发布过有关军纪风纪的命令。松井明知南京大

屠杀的发生,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暴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依据,其判决指出:

  ……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显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采取措施,那些能

抑制这些暴行的措施。……众所周知这些命令(按:指松井发布的命令)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辩护方为其辩护说,那时他正在生病。但是在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他的疾病没有阻止他

履行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妨碍他在城内发生这些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天之久。……他既有权

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须为他的渎职行为承担刑事责

任。[8]

松井的南京之行及其责任,经过东京审判,已经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法律事实。

四、余 论

松井石根12月17日在南京举行入城式的场面之“盛大”,在南京的外国侨民没理由不知道。
但是,外国侨民们很失望,他们此前要求希望恢复秩序的愿望没有实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

席德国人拉贝12月18日指出:“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9]158

暴行在松井石根号称不断发布“严格纪律”、其本人就在现场的情况下愈演愈烈,1937年12月

21日下午,南京城内14位欧美侨民有感于日军的暴行给南京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在鼓楼医院门口

集中,排队行进至附近的日本大使馆,向领事田中递交了由全部22位外国侨民签名的紧急呼吁书,
要求日方“本着人道主义原则”,立即采取如下措施:

  1.制止在城市大部分地区纵火,以免尚未被毁坏的其余城区继续遭到肆无忌惮地有组织

的破坏;

2.一周来,日本军队给城市造成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必须立

即得到制止;



3.抢劫和纵火已经使得城市的商业生活陷入停顿,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拥挤在一个大难

民收容所里,鉴于这一情况,同时考虑到国际委员会的粮食储备只能供20万难民食用一周这

一事实,我们在此紧急呼吁,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恢复安宁和秩序,恢复市民的正常生活环境,
补充粮食和燃料储备。

目前的状况必将在短时间内导致饥荒。
我们别无请求,只请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10]28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集体抗议中,松井在场,“他和我们大家握手致意。”①可以说,这些

外国人是松井南京之行另一个维度的证人,他们告知了松井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正如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指出的那样,南京大屠杀并未因此而停止。一个明明在南京大屠杀历史中“在场”的人,十年

后却说自己第一次听说,只能说这次“在场”让其十分困扰,最终作为甲级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当然,松井的南京之行也提示了历史书写的艰难和乐趣———历史资料制作者不同立场、不同用

意、不同角度、不同重点的记述,既诱惑了史家的兴趣和知识追求,也会故布疑阵引人入彀,对史家

的“才学识德”[10]220、219形成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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